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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生活质量是指不同

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

准以及所关心事情有关的生存状况的体验 [1]，即评

价个体的生活质量，需综合考察其生理健康、心理状

态、独立能力、社会关系、个人信仰和与周围环境的

关系等方面。随着早期发现措施的推广和医疗水平

的整体提高，乳腺癌患者术后存活期相对较长 [2]。

然而，由于患病部位的特殊性以及目前治疗方法的

局限性，患者在存活的同时经历着重大的心身痛苦，

生活质量低下[3]。为了全面地评价治疗效果，研究者

们已将生活质量作为关注的重要方面，提高乳腺癌

患者的生活质量已成为治疗的重要目标之一。

研究表明，神经质人格影响乳腺癌患者的生活

质量。如，邱晓惠等人[4]的研究发现，神经质人格与

乳腺癌患者总的生活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心理领域均

呈显著负相关。赵海平等人 [5]的研究结果显示，神

经质和应对方式可以解释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变异

量的54.2%。Härtl 等人[6]为期2年的追踪研究表明，

神经质人格可以预测乳腺癌患者诊断后2年的生活

质量，高神经质的患者生活质量较低。Henselmans[7]

和Den Oudsten等人[8]发现，神经质人格是乳腺癌患

者术后一年情绪状况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虽然研究提示神经质人格会影响乳腺癌患者的

生活质量，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神经质人格作

为一种稳定的个人特质，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

那么对于高神经质的乳腺癌患者来说，可以通过什

么途径提高她们的生活质量呢？大量研究发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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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检验认知应对在女性乳腺癌患者神经质人格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方便取样，

抽取 638名住院治疗的女性乳腺癌患者，用大五人格问卷简版神经质分量表(FFI-N)、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

(CERQ-C)和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测定量表（FACT-B）进行调查。结果：①女性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神经质人

格、非适应性认知应对呈显著负相关，与适应性认知应对呈显著正相关(均P<0.01)。②适应性认知应对在女性乳腺

癌患者神经质人格和生活质量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2.55%，非适应性认知应对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4.32%。结论：认知应对是女性乳腺癌患者神经质人格和生活质量关系中的重要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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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cognitive cop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roticism and
quality of Life in females with breast cancer. Methods: Six hundred and thirty-eight female in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completed the simplified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Neuroticism Subscal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
ula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Breast scale. Results: ①The scores on quality of
life, neuroticism, cognitive coping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②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daptive cogni⁃
tive coping and maladaptive cognitive coping between neuroticism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22.55% and 34.32% respective⁃
ly. Conclusion: Cognitive coping is an important mediator of neuroticism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women with breast can⁃
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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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认知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与心理健康[9]和生

理健康[10]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尽管以往研究对

乳腺癌患者的认知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进行

了一些探讨 [11，12]，然而，综合考察神经质人格、认知

应对与生活质量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鲜有报道。因

此，本研究以新诊断的女性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

对适应性认知应对和非适应性认知应对这两个认知

应对维度在神经质人格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中介效

应进行检验，以期了解神经质人格影响乳腺癌患者

生活质量的具体机制，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以促

进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邀请 2011年 6月至 2014年 6月
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接受住院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参与研究。入组标准

为：①女性；②年龄25～70岁；③经活体组织检查首

次被确诊为乳腺癌（一个月内）并接受住院治疗；④
有一定的文字阅读能力；⑤临床医师判断能耐受本

次研究的测查，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既往患有

乳腺癌或其他严重的躯体疾病；②现患有或既往有

精神疾病，或有精神疾病家族史；③有物质滥用史。

最终入组的患者为638名，年龄为26～66岁，平均年

龄为 45.58±6.5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13±3.27
年。307例(48.1%)患者来自城市，331例(51.9%)患
者来自农村。599例（94%）患者的婚姻状态为已婚，

39例（6%）患者的婚姻状态为离异或丧偶。493例

（77.3%）患者为在职职工，119例（18.7%）患者为家

庭主妇，26例（4.1%）患者为退休人员。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 人口学资料包括：年

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月收入、长期居住地、婚姻状况

及就业状况。

1.2.2 大五人格问卷简版神经质分量表 (NEO
Five- Factor Inventory- Neuroticism Subscale，FFI-
N) 该问卷中文简版在 1255名中国大学生中的应

用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3]。本研究采用其中的神经

质分量表，该分量表共 12个条目，采用 5级评分，1
分为很不同意，5分为很同意。总分在 12-60分之

间，得分越高表示神经质特质越明显。本研究中

FFI-N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1.2.3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The Chinese ver⁃
sion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ERQ-C) 该量表由 36个条目组成，分为适应性

认知应对和非适应性认知应对两个维度，其中适应

性认知应对维度包括5个分量表：接受、积极重新关

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非适应

性认知应对维度包括 4个分量表：自我责难、沉思、

灾难化、责难他人。量表采用1-5级评分，从1分为

几乎从不，5分为几乎总是。被试在某个维度的得

分越高，表明其总体上越经常使用该类认知应对方

式。该量表中文版由朱熊兆等人[14]修订后，已在多

个人群中应用。我们前期的研究表明，CERQ-C可

用于测查乳腺癌患者的认知应对方式[15]。在本研究

中，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系数 为

0.72，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75（理性分

析）-0.96（责难他人）。

1.2.4 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测定量表（Functional As⁃
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Breast scale，FACT-B）
该测定量表共 36 个条目，分为 5 个维度，即生理状

况、社会/家庭状况、情感状况、功能状况和附加关注

情况。量表采用5级计分，0分为一点也不，4分为非

常，总分在0-144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

高。我国学者万崇华等人对其进行翻译和文化调

试，在中国乳腺癌患者中进行试用，证实其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 [16]。在本研究中，各分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55（附加关注）-0.89（功能状况）。

1.3 施测程序

由接受统一标准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组织

施测。首先从医院病例记录中获取患者的一般资

料，然后由患者完成所有自评问卷。

1.4 数据统计

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18.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

计分析，显著性水平均取P=0.05。
2 结 果

2.1 生活质量、神经质人格与认知应对的相关

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女性

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神经质人格、非适应性认

知应对呈显著负相关，与适应性认知应对呈显著正

相关。

表1 女性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神经质

人格与认知应对的相关分析(n=638)

注：**P<0.01

生活质量

神经质人格

适应性认知应对

非适应性认知应对

M±SD
85.08±18.84
30.37±10.60
59.84±9.23
41.91±8.57

生活

质量

-0.527**
0.481**

-0.533**

神经质

人 格

-0.368**
0.508**

适 应 性

认知应对

-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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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认知应对在神经质人格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

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层次回归分别检验适应性认知

应对和非适应性认知应对在女性乳腺癌患者神经质

人格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具体检验步骤

分为三步：第一步，求因变量Y（生活质量）对自变量

X（神经质人格）的回归；第二步，求中介变量M（M1
为适应性认知应对，M2为非适应性认知应对）对自

变量X（神经质人格）的回归；第三步，求因变量Y
（生活质量）对中介变量M（认知应对）的回归（控制

自变量X，神经质人格）。

表2列出了适应性认知应对中介作用的检验过

程。在第一步和第二步中，神经质人格可以预测生

活质量和适应性认知应对，在控制神经质人格后，适

应性认知应对可以显著预测生活质量。同时，在第

三步中，控制适应性认知应对后，神经质人格对生活

质量的预测作用明显降低（中介变量引入前的标准

化回归系数为-0.527，引入后改变为-0.399），但仍

能显著预测生活质量，因此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

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0.368×0.323/-0.527=
22.55%。

表3列出了非适应性认知应对中介作用的检验

过程。在第一步和第二步中，神经质人格可以预测

生活质量和非适应性认知应对，在控制神经质人格

后，非适应性认知应对可以显著预测生活质量。同

时，在第三步中，控制非适应性认知应对后，神经质

人格对生活质量的预测作用明显降低（中介变量引

入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27，引入后改变为-
0.344），但仍能显著预测生活质量，因此存在部分中

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 0.508×-
0.356/-0.527=34.32%。

表2 适应性认知应对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n=638)

注：R2为测定系数，B为回归系数，SE为标准误，β为标准化回归系

数，***P<0.001，下同。

表3 非适应性认知应对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n=638)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女性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与神经

质人格、非适应性认知应对呈负相关，与适应性认知

应对呈正相关，表明高神经质人格、使用更多的非适

应性认知应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越低；使用更多的适

应性认知应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越高。这些发现与

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6，12]。同时，高神经质人格的患

者表现出使用较多的非适应性认知应对和较少的适

应性认知应对，提示高神经质人格的患者倾向于更

多的不良认知应对方式，对于患病这一应激事件及

相关信息的加工处理更为消极。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明，认知应对在女性乳腺

癌患者神经质人格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

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类似[17，18]，提示神经质人

格作为一种个体特质，不仅直接影响女性乳腺癌患

者的生活质量，还可以通过影响患者的认知应对而

间接地作用于生活质量。Taylor和Aspinwall提出心

理应激的综合模型[19]，他们认为，稳定的个体差异实

质上是通过个体对周遭环境的认知评价和应对行为

这两个中介变量对社会心理结果起作用。本研究结

果证实了这一模型在女性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研究

中的有效性。认知应对作为个体应对的有意识认知

成分，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个体更为重要。例如，

kraaij等人[20]发现，相较于行为应对，认知应对对个

体情绪问题的影响更大，并因此认为干预方案应更

注重认知技术。由此可见，改善高神经质乳腺癌患

者的生活质量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途径，即可以通过

有效的心理干预，提高患者的适应性认知应对，改变

其非适应性认知应对，从而促进其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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